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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时代皇权日隆，虽受文化价值的柔性牵制，但没有刚性制度约束，因而时或出现残暴、荒淫、

玩嬉之君而举朝无可如何，甚者矛盾深化、祸起萧墙，抑或草泽之民起而生乱。因为皇权高崇，社会治

乱兴衰很大程度系于皇帝一人方寸之间，皇帝个人心胸、德性遂成为帝制时代天下安危之枢机，也成为

中国政治文化一大要事。历代政治文化，尤其在汉、唐、宋、明中原核心区文化价值观与传统学术相对昌

明时代，在推崇君权之同时，都要注重君德之界定、启沃。君德境界，以想象中的上古“圣王”为尚，后

世德业显著者瞠乎其后。尧舜禹汤故事，历经增益修饰，后世名君也得史家秉春秋笔法，隐恶扬善，加

以“装潢”。其间要义，在于使君主、臣民在最高统治权合法性层面形成尺度共识。就皇权而言，既可熏

陶臣民崇拜服从意识，复能垂训后继统治者有所遵循；就士大夫而言，既可在描摹权威典范的话语活动

中寄托政治理想，也可借以与现实君主保持同调。于是，称颂前代圣王、塑造今世圣王，成为帝制时代

后期政治文化一大传统。清康、雍、乾时期，史称盛世，三帝皆于称颂、制造圣王之事，用心良苦，且颇

能推陈出新，可以构成理解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个盛世政治文化的窗口。然相关文献浩繁，本文仅以清

《太祖高皇帝圣训》为中心，略事管窥。

制造圣王

——读清《太祖高皇帝圣训》

赵轶峰

内容提要  清康熙二十年后开始大规模推进本朝圣王制造工程。《太祖高皇帝圣训》与重

修太祖实录同时完成，核心意旨在于重塑努尔哈赤圣王形象。通过对“圣训”做文本细

读可知，其中部分言论有前代文献为基础，但重述之际颇做修饰；亦有部分言论为康熙、

乾隆时期增入。清朝统治的全面巩固是此工程大规模启动的基本背景和条件，也因此一

工程而大幅度升阶，不仅强化了清朝皇统加入中原政统系列的合法性，也深化了清朝统

治的道统合法性，构造出君师合一的新政治文化语境。相关历史书写在此间的反复雕琢，

展现了历史书写塑造社会的强大功能。

关键词  圣王  圣训  康熙帝  君师合一  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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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圣训之编定

中国素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
‹1›
，表示王者之言、动，皆关系天下、后世，郑重记录，以为鉴

评、垂范之用。《尚书》载录王者之言，有典、谟、训、诰、誓、命之目，历代奉为经典。春秋战国时代王室衰

微，列国争于气力，称霸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位既非尊，德望亦去“圣王”甚远。秦行商鞅之法，兼并六

国，以刑罚奖劝为强国之本，德业不修。汉初拨反秦政，权衡诸家，至武帝而独尊儒术，封禅、万岁，

有自圣之图。汉末抵于隋代，各族融汇，佛道流行，权谋为用，儒学仅得不绝如缕。抵至唐初，复有大

一统规模，治统、道统渐趋整合，君臣论政，有《贞观政要》，是为后世皇帝宝训、圣训先声。宋虽疆域局

促，治国以文，儒学昌明，陶冶认同，留意本朝“嘉谟善政”，自仁宗时官修《三朝宝训》之后，历朝宝训

及私人类似编著之书不绝。有关宋代宝训编纂意图，邓小南指出为做“政治导向”，“播布祖宗朝‘盛美之

事’，传授列祖列宗的治国章法，使得‘国朝以圣继圣，传袭一道’”，“以贻万世之传”，并以彰显“天子之学

与凡庶不同”。她同时指出，此种举措，“渗透着士大夫塑造理想帝王的强烈愿望。这种‘塑造’并非简单

的溢美逢迎、曲学阿世；而体现着宋代士大夫的一些共识。所谓‘塑造’的努力，既反映于记载中的叙事选

择，亦反映于修纂者、进言者的重点阐发。士大夫们尽心竭力地将以往帝王的作为朝向理想状态拉近；

通过这种改塑的过程，建构可以垂范于后世的‘祖宗’形象”。为此，编纂过程中尽有取舍抑扬，以及对祖

宗事迹的“发明”
‹2›
。显然，宋代有颇为可观的圣王塑造工程，而士大夫为其主要推手。此一做法，在明

代君臣共谋，作为制度延续。自太祖朱元璋起，各朝实录纂修同时，即修《宝训》，除建文、景泰、崇祯失

去皇权者外，共成13朝宝训。即便玩嬉如武宗、熹宗者，亦有“宏谟嘉言”编定而为天下后世之训。制度

养成惯性，无需某一特定阶层、人群推动，及时而行，视为自然。“圣”，遂由一种难以企及的境界，变

为皇帝标配。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创立后金，以“七大恨”为名起兵攻明，开启明清易代战争，子嗣继续其

事，终于建立清朝。然而至努尔哈赤去世之际，四方用兵，仅为一方雄长，自名为汗，问鼎中原之意

亦未明晰，未暇自圣。皇太极时期改国号为清，争雄天下之势渐成，制度初具，编纂记载努尔哈赤功业

战图、实录，有垂久意图。顺治时期清军入关，据有北京，然而主幼国疑，连年征战，顺治帝稍后又溺

于佛教，作圣之事，有所措意而不成规模。顺治三年（1646），命翻译满、汉文《洪武宝训》颁行天下。顺

治十二年二月，内翰林国史院侍读黄机奏请编纂太祖、太宗圣训，内称：“自古仁圣之君，必祖述前谟，

以昭一代文明之治。年来纂修太祖、太宗实录告成，伏乞皇上特命诸臣详加校订所载嘉言善政，仿《贞观

政要》、《洪武宝训》诸书，缉成治典，恭候皇上钦定鸿名，颁行天下。尤望于万几之暇，朝夕省览，身体

‹1› （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一一《史官建置》，《四部备要》第51册，页117，中华书局，1989年。

‹2›   邓小南：《〈宝训〉、〈圣政〉与宋朝人的本朝史观——以宋代士大夫的“祖宗”观为例》，《北京论坛（2005）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

荣——全球化视野中亚洲的机遇与发展》会议集，2005年11月。



182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20年第10期･ 第222期

力行，绍美前休。”
‹1›
同年四月，顺治帝谕内三院：“朕惟帝王之道，法祖为先。夏贻典则，商监成宪，

周重谟烈。三代隆盛，率循兹轨。钦惟我太祖武皇帝创业垂统，圣德开天，太宗文皇帝积功累仁，宏模

启后，大经大法，固足范围百王，一动一言，皆可训行四海。实录业已告成，朕欲仿《贞观政要》、《洪武

宝训》等书，分别义类，详加采辑，汇成一编。朕得朝夕仪型，子孙臣民咸恪遵无斁。称为《太祖圣训》、

《太宗圣训》，即于五月开馆。特命辅臣冯铨、车克、成克巩、刘正宗、傅以渐为总裁官，麻勒吉、铿特、祁

彻白、胡兆龙、张悬锡、李霨、梁清宽为副总裁官。王无咎、杨思圣……又满官四员为纂修官，满汉官各四

员为誊录官……”
‹2›
五月，“宴纂修太祖、太宗圣训总裁、副总裁、纂修等官于礼部”

‹3›
。然而此番举动并无结

果。谈迁记称：“太祖、太宗圣训纂修官，内翰林院侍读学士王无咎、国史院侍读学士杨思圣、秘书院侍讲

学士方拱乾、左庶子兼内翰林秘书院侍读卓彝、右庶子兼内翰林弘文院侍讲周启隽、国史院侍读黄机、秘

书院编修曹本荣、国史院编修宋之绳。各月给餐钱八两。四阅月中辍。”
‹4›
谈迁当时应在北京，事见《北游

录》。以其所言与前引《清世祖实录》互证，可知顺治时期修纂圣训之事方才开始，便即“中辍”。

康熙六年（1667）十月，命修《世祖章皇帝实录》——并未同时命修圣训，至康熙十一年五月修成，

共146卷，历时不足五年
‹5›
。此举是为大行皇帝纂修实录，例行公事。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则有大规模举

动，同日定重修、纂修《太祖实录》、“三朝圣训”、“皇上平定三逆神武方略”。重修太祖实录以武英殿大学士

勒德洪为监修总裁官；大学士明珠、李霨、王熙、黄机、吴正治为总裁官；内阁学士萨海、喇巴克、侍读学

士胡简敬为副总裁官。纂修“三朝圣训”以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黄机、吴正治为总裁官；内阁

学士席柱、王守才、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为副总裁官。纂修“皇上平定三逆神武方略”以大学士勒德洪、

明珠、李霨、王熙、黄机、吴正治为总裁官；内阁学士阿兰泰、达岱、张玉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牛纽为副总裁

官
‹6›
。可知，实录、圣训、方略共五部著作之监修总裁官、总裁官皆同一班底，仅副总裁不同。根据康熙

二十五年二月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勒德洪等上进太祖实录表，重修太祖实录并圣训班底在康熙二十二

年二月有所调整，但诸书监修总裁、总裁仍为同一人群，故勒德洪等所上进实录表明言实录与圣训一并

上呈，语云：“爰探金匮之藏，尽发琅函之秘。膺图受命，昭灵贶于天符；戡乱除残，表奇谋于神授。

稽成功之赫濯，识创业之辛勤。详考夫拓地开基以及于用人行政，凡大经大法允为世守章程，即一动一

言，莫非臣民轨则。本末具载，巨细兼书，校雠不厌再三，义例惟昭画一。恭成《太祖高皇帝实录》，合

‹1›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九，顺治十二年二月丁卯条，《清实录》第3册，页702，中华书局，1985年。

‹2›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一，顺治十二年四月癸未条，《清实录》第3册，页716－717。

‹3› 《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一，顺治十二年五月庚戌条，《清实录》第3册，页720。

‹4› （清）谈迁：《北游录》页403，中华书局，1960年。

‹5›   雍正十二年对该实录“重加校订”，至乾隆四年完成，流传至今。

‹6›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〇五，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己丑条，《清实录》第5册，页69。按“方略”修成后书名为《平定三逆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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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目录，满洲、蒙古、汉文各十二卷，《圣训》满洲、汉文各四卷，缮写进呈。”
‹1›

康熙帝为《太祖高皇帝圣训》所作序言只字未提顺治时期曾有编纂太祖圣训之事。其相关文字为：

“朕绍庭继绪，志切觐扬，因命儒臣分类编辑，为目二十六，为条九十有二，总为宝训四卷。”
‹2›
乾隆

帝《太祖高皇帝圣训》序中称：“我圣祖尝命儒臣编辑圣训四卷，类聚条分，灿然明备。朕绍膺统绪，

追契徽猷，口诵心惟，匪伊朝夕。仰见义蕴之渊闳、典章之画一、庶政之周详，直与帝典、周官同其广

大……”
‹3›
其中也无一字提及顺治时期曾经启动编辑太祖圣训。圣训郑重，在实录凡例中列为凡有编纂必

书之项，二帝序如此行文，肯定不是因为疏忽。再检康熙、乾隆二帝为《太宗文皇帝圣训》所作序中，却

全都提到顺治帝曾安排编辑太宗圣训事。康熙序称：“皇考世祖章皇帝尝命纂修，未竟厥绪。朕嗣膺历

服，念切缵承，爰命儒臣详加编辑，计一百一十一条，分二十三类，定为圣训六卷。”
‹4›
乾隆序称：“顺

治中，尝因记注旧文，纂修圣训一书，未竟厥绪。圣祖仁皇帝特命儒臣详加编辑，事以类分，凡二十有

三；言以条举，凡一百一十有一，汇为六卷，体要著明。”
‹5›
此与康熙序所说相同。据此，则顺治时期开

馆4个月期间，于太祖圣训没有形成值得提及的稿本，于太宗圣训则略于“记注旧文”有所整理，亦未成

书。顺治时期虽然战事纷繁，但文臣编纂书籍之事从未停止，即使顺治帝本人所撰书籍，也颇可观
‹6›
。

所以圣训编纂“中辍”，不应是因为力有不逮。个中缘由，一时难以辨明，可能的因素，包括朝中政见分

歧，顺治帝开始沉溺佛教，以及对太祖言论如何选择、加工未成定见，等等。总之顺治帝确曾命令编纂

圣训，但有始而无终。此外，康熙帝对于顺治时期曾经编辑成书的本朝诸史，应都不满意，因而才会开

馆重修。康熙二十一年之后数年内所修成，除《太祖高皇帝圣训》四卷外，还有《太宗文皇帝圣训》六卷、

《世祖章皇帝圣训》六卷，以及重修的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康熙二十一年以后数年间，实是清朝重述本

朝史的关键时期。雍正、乾隆二帝继续康熙帝的本朝历史重塑工程，绵延直到乾隆中后期。

康熙时期暨清后世修纂圣训皆与实录编纂同时进行，同时进呈。承担其事的主要责任者亦为同一班

底。所以虽然表面看去，圣训内容主要从实录中选取——清代文献多用如此说法，今人因循，但同一

班底同时修纂之书属于同一工程产品，二者或者共享依据来源，或者同为编纂者构造，称圣训以实录

为据，其实牵强。不过，实录规模远大于圣训，故了解实录编辑过程对于了解圣训编辑情况有重要参

考意义。

‹1› （清）勒德洪等：《进实录表》，《清实录》第1册，页6－7。

‹2› 《太祖高皇帝圣训》康熙帝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册，页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 《太祖高皇帝圣训》乾隆帝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册，页3。

‹4› 《太宗文皇帝圣训》康熙帝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册，页39－40。

‹5› 《太宗文皇帝圣训》乾隆帝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册，页41。

‹6›   参看杨春君：《清顺治帝亲政后之“御制”书考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贾二强：《清顺治朝的御制御注书与内

府刻本》，《藏书家》第1辑，页83－88，齐鲁书社，1999年；乔治忠、崔岩：《略论顺治朝的官方史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

卷，页275－27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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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祖实录编纂过程极其复杂，前人就此研究颇多，但略显纷乱，梗概当加重述。今见被学者视

为清太祖实录之书共有三种。其一《满洲实录》最为复杂，据称为乾隆时期根据当时盛京所藏八册旧本

重绘而成。书中有绘图83幅，满、蒙、汉三种文字分栏对应。另有辽宁省档案馆藏乾隆时期重绘无插图

本《满洲实录》，仅用满、汉文书写，内容与插图本相同。有学者认为，《满洲实录》三种文字中，满文最

先形成，蒙文、汉文译自满文
‹1›
。是否，存疑。民国以来颇有学者将《满洲实录》视为天聪年间修成的最

早的努尔哈赤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清实录》亦将《满洲实录》列于《太祖高皇帝实录》之前。如此，则清

太祖实录共有天聪《满洲实录》，崇德《太祖武皇帝实录》，康熙修成雍正、乾隆校订《太祖高皇帝实录》三

种，但近年新说基本推翻此种认识。徐丹俍认为，盛京所藏旧本即后来所称之《太祖实录战图》，与崇德

元年（1636）修成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原为同书，顺治时期因绘图体例与前代实录不符等诸多原因将图

抽出，一分为二
‹2›
。杨勇军考据判定，天聪时期形成的《太祖实录战图》原无文字，共含77图，8册；《满

洲实录》则为乾隆时期以描摹《太祖实录战图》77图为基础，于其前增加关于清人先祖起源的六幅新图，

再从《太祖武皇帝实录》中选录文字与图配合而成的一部伪书
‹3›
。这些新的判断虽还有一些细节有待进一

步澄清，但可以肯定，《太祖实录战图》并非最早的清太祖实录，而是一部描绘努尔哈赤功业的画册。其

实，只要《太祖实录战图》确如《清太宗实录》等文献所说绘成于天聪九年（1635），而《太祖武皇帝实录》

成于次年即崇德元年，前者就必定不是作为太祖实录而作——实录素称“国史”，珍藏内府，清虽初创，

朝中文士众多，而且郑重开馆，绝对没有同时编纂两种实录的可能性。今存《满洲实录》当是秉承乾隆帝

旨意在旧本《太祖实录战图》基础上重绘并做了重大改易之书，原图可能配有少量文字，也可能如徐丹

俍所说不含文字，今见本中文字一部分出于《太祖武皇帝实录》，一部分为乾隆时期所增。清朝绘制战

图极多，乾隆时期新绘战图，多以“补咏”方式配上文字，是其历史记述的一个独特且突出的门类。其二

为崇德元年修成的满、蒙、汉三种文字分别书写的《太祖武皇帝实录》4卷
‹4›
。原本散佚，今存为顺治年间

改缮本，印本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5›
。此书并无争议。其三即康熙年间重修成书而在乾隆年间又加校

订的《太祖高皇帝实录》，今存。康熙元年（1662）改努尔哈赤谥号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

武弘文定业高皇帝。康熙二十一年九月，重修太宗实录毕，十月开馆重修太祖实录及三朝圣训，至康熙

二十五年二月修成《太祖高皇帝实录》12卷。康熙帝亲阅书稿，乾隆初再加修订，成《太祖高皇帝实录》

‹1›   参看王科杰、刘文鹏：《〈满洲实录〉中清太祖朝史事四则考论——兼论满汉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运用》，《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学报》2017年第3期。

‹2›   参看徐丹俍：《“努尔哈赤实录”考源》，《满学研究》第1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

‹3›   杨勇军：《〈满洲实录〉成书考》，《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

‹4›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乙卯条：“太祖武皇帝实录告成进呈……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捧满字、希福捧蒙古

字、罗绣锦捧汉字，率修纂满洲、蒙古、汉人笔贴式等上表进呈。”《清实录》第2册，页404－405。

‹5›   本文行文中提及崇德时期所修太祖实录，依著录称《太祖武皇帝实录》，当系原书名称；但征引该文献注释出处时，则只能据

所见印本名称书作《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所指实为同一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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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卷。此亦没有争议。

综上，清太祖实录共有两种而非三种，天聪、崇德、顺治年间皆无太祖圣训编纂成书，康熙时期所编

并经雍正、乾隆校订的《太祖高皇帝圣训》为唯一清太祖圣训。这些文本之间关系，对于把握《太祖高皇帝

圣训》思想内容甚为要紧。

二  圣训文本管窥

《太祖高皇帝圣训》4卷，以言系事，分为26门，共92则，分门按内容归类，门内依时序排列。卷

一：敬天、圣孝、神武、智略、宽仁，五门；卷二：论治道、训诸王、训群臣，三门；卷三：经国、任大臣、用

人、求直言、兴文治、崇教化、勤修省、节俭、慎刑、恤下，十门；卷四：辑人心、通下情、明法令、鉴古、赏功、

昭信、诫逸乐、谨嗜好，八门。所拟门类称名，凡体现思想要旨者，皆与儒家圣王期待一致，俨然出自圣

明天子，气象较边地雄长仁和高远。编者显然意在将努尔哈赤塑造为儒家政治文化尺度下的圣王。然而

仔细阅读，也有不同。

卷一“敬天”门首则载，天命三年（1618）闰四月壬午谕贝勒诸臣：“人君即天之子也，贝勒诸臣即君

之子也，民即贝勒诸臣之子也。君以父事天，敬念不忘，克明厥徳，仰承天锡丕基，则帝祚日隆。贝勒

诸臣以父事君，敬念不忘，勿怀贪黩之心，勿为奸慝之事，以公忠自効，则爵位常保。民于贝勒诸臣，

敬念不忘，遵守法度，勿萌奸宄，勿行悖乱，则身无祸患。如君受天之佑，以为无与于天，曰此我才力

所致也，遂不勤修治道，措注失宜，天若谴之，移其国祚，能自守天位乎？贝勒大臣受君之恩，以为无

与于君，曰此我才力所致也，心怀奸慝，恣行贪黩，君若谴之，褫其爵位，能自保身家乎？至于民不遵

贝勒大臣约束，而行奸宄悖乱之事，必致获咎，而祸患随之矣。”
‹1›
该年该月，努尔哈赤举兵以“七大恨”

攻明，《太祖武皇帝实录》于该时所记皆为战事，并无一言提及前述“敬天”话语。儒家圣王理想，以民本

为基础，天听天视，需从民生民命中观之。此处所说天命，则仅为冥冥中无上主宰，而“敬天”落实于现

实关系，直接成为各等级间无条件服从的依据。训谕之间，自诩“天子”，言称“帝祚”，并不是天命三年

努尔哈赤语气。此意亦见于该圣训他处，如卷二中有“君犹日也，与天地一体。为臣者果能宣上德意，

如四时之不忒，亦与君合德矣”
‹2›
。卷二该则也不见于《太祖武皇帝实录》，然而见于《太祖高皇帝实录》，

文字亦完全相同。同门另外五则也以此种敬天崇君观念为中心，要点：为君者当修明制度，永奠邦家，

仿效“古所称尧、舜、禹、汤、文、武以及金世宗诸令主”，人臣当申明敎令、诫谕群下，使不罹于刑戮；后世

子孙不可“同气推刃，开戕害之端”；国君与诸贝勒“听断国事，皆知以至公为贵”，“绝无私念”；不可“肆

意骄纵，上干天怒，陨坠厥绪”；为君当“勤于观览，广加咨询，恶者戒之，善者从之”，以使上天“贞一

‹1› 《太祖高皇帝圣训》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册，页5－6。

‹2› 《太祖高皇帝圣训》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册，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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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备于厥躬”。大体“敬天”之说在此圣训之中，焦点在于尊君，民本一层，了无迹象。

“圣孝”门仅一则，记天命九年四月建都辽阳后奉移景祖、显祖诸陵安葬于城郊杨鲁山事。“神武”门

十则，皆书体现清太祖战守间军事谋略及机警言语，文字虽多，要点简明如题。惟内有天命三年以“七

大恨”发兵攻明之际一条明令：“此兵吾非乐举也，实因七大恨，其余小忿不可殚述，凌廹已甚，用是

兴师。凡俘获之人，勿去衣服，勿淫妇女，勿离异其匹偶。拒战而死者听其死，若归顺者，慎勿轻加

诛戮。”
‹1›
此事见于《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文字不及“圣训”雅驯而已，可见清太祖于军队杀戮有所限

制。然而屠杀虏获之人事并见于实录，如天命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遣兵掠会安堡，屠戮甚众，得人畜

一千，其中有屯民三百，斩于抚顺关……”
‹2›

卷二论治道、训诸王、训群臣，三门，文词典雅，不时以古“圣王”事迹为说，甚至援引《大学》。如“论

治道”首则，天命元年（1616）正月谕：“朕闻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济，天降祯祥，休和洊

至。果秉志公诚，励精图治，天心必加眷佑，地灵亦为协应。为人君者，不可不秉志公诚而去其私也。

盖天无私，四时顺序；地无私，万物发生；人君无私，则庶事咸理，而底于有成。抚有大国者，能以公

诚存心，建立纲纪，教养兼施，则天地神祇，必交相感应，而群方亦莫不爱戴。以之均平邦国，臻于帝

王之道无难矣。且修身与齐家、治国，其道一也。一其心以修身，则君德清眀；一其心以齐家，则九族

亲睦；一其心以治国，则黎庶乂安。由是协和万邦，亦不外此为治之道，惟在君心之一而已。”
‹3›
此则及

“论治道”中其后数则，言明君治国倚重忠诚之人、君德克明则百姓咸享太平、人君无私常存敬畏则其德日

进、信仙佛不如修明政教、不可骄纵贪财、贝勒诸臣当存公平诚正之心，意旨相同。这些说法皆不见于《太

祖武皇帝实录》，所载同一时期事主要是各种战事，其间杀戮频频。查各种文献所载努尔哈赤所读书，

主要为谋略之类，未见理会儒家修齐治平之书。所以此处言语，当为康熙、乾隆间所增入。

“训群臣”门十则，所训关键词体现对群臣的要求和期待：公正、忠诚、善、智慧、怀远虑、进言。“公

正”、“公”是清太祖圣训各卷中都反复提到的词汇，也是康雍乾诸帝高频率使用的词汇。清太祖圣训他处

提及这两个词汇时，是用作所提要求的尺度，并不解释含义，惟在此门首则提及时有所解释：“所谓公

正者，推己之心以及于人，视为一体之谓也。能如是，必先见知于朋友。朋友共称其善，因上闻于大

臣。大臣上闻于贝勒，贝勒上闻于国君。上下皆称其善，其令闻且上达于天。天亦佑之，锡之福，子孙

悠久世享之矣。如是则无往不善，安有凶咎哉？”
‹4›
儒家以推己及人为求仁之方，为恕道，清太祖圣训则

以之为“公正”正解。如此所说的“公正”，不归于求仁、为恕，而指向与朋友为一体，而朋友归属大臣，大

臣归属贝勒，再等而上之，达于国君，达于天，最终意义是得子孙世享之福。这样的“公正”，是集团专

‹1› 《太祖高皇帝圣训》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册，页12。

‹2›   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载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页34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

‹3› 《太祖高皇帝圣训》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册，页13。

‹4› 《太祖高皇帝圣训》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册，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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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也是功利的，因而最后的目标不是民、天下，而是本人利益。《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并没有相似说

法。而且此则标题为“乙卯五月庚戌”，乙卯年为天命元年之前一年，即1615年，当时努尔哈赤尚未建立

后金，此则中却已使用“大臣”、“国君”词语，显然是后来增入的。但康熙、乾隆二帝儒学造诣颇高，当知

道这样说话不是儒家正经面孔，依然选择这样行文，可能是因为清太祖原有为统合下属而做的一些接近

说法，二帝尽量通过修辞将原有说法与儒家话语拉近，留下集团专属和功利主义的痕迹。进一步说，如

果二帝完全不认可此种公正观，亦不至于将之选入修饰。康雍乾诸帝皆以君、国为一体，甚至君、天一

体，因而其反复言说的公与公正，与尊君已经融合无间。是以前述行文对于他们说来，已经不觉违和。

了解“公正”的含义，则该门其他科目含义一望可知。

卷三有经国、任大臣、用人、求直言、兴文治、崇教化、勤修省、节俭、慎刑、恤下，十门，为四卷中门数

最多者，所涉内容为治国基本方略。“经国”五则，体现清太祖立国、开创之远见，所涉之事为：不因叶

赫将清太祖已聘之女嫁蒙古而急于兴兵，于近边之地牧养战马，迁都辽阳，营建东京，计议迁都沈阳。

“任大臣”二则，其一为设八大臣为八和硕贝勒之副而训谕其实心担当监察之任；其二为训诫诸大臣悉心

筹划、公忠稽察以辅成大业。“用人”门六则，皆晓谕荐举、选拔人才之道，主张用人首取其心“正大”，诸

臣举各类贤才勿隐，用人随才器使，侍臣当勤求良友之类，无特殊之处。“求直言”二则，要求贝勒大臣

奏对之际尽言规谏，亦无特殊之处。“兴文治”门仅一则，为创制满洲文字事。“崇教化”六则，其前五则

言移风易俗、覃敷德政以徕远人、有德之人乃能好德，无良者虽勤加敎诫而终不可化，为民者当急公奉

上、孝悌力田。最后一则为天命八年（1623）六月，谕蒙古归附诸贝勒：“凡汝等居我国结婚姻、立家业，

娶我诸女者，勿以诸女为畏也。朕因汝等远来附我，怜恤汝等，妻以女，俾各遂室家之乐。岂令汝受

制于女乎？朕尝闻蒙古察哈尔、喀尔喀诸贝勒以女妻侍从中贤者及大臣，每陵其夫，扰其国。若诸女中

有如彼之人陵其夫，俾生嗟怨，汝等勿辄以暴横相加，必告于朕。罪至死诛之，罪不至死则废之，更

以他女妻焉。倘诸女不贤，不奏闻咎在汝等，奏闻而不加惩治，咎在于朕。凡有所艰苦，毋讳，各以

其情直告可也。”
‹1›
此事见于《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天命八年六月初九日条，起始句为“尔等降王”，不

称“贝勒”，“朕尝闻蒙古察哈尔、喀尔喀诸贝勒”则作“吾尝闻胯儿胯部诸王”其余文意相同，仅有措辞微小

差异。且《太祖武皇帝实录》在此条之前，记太祖训谕宫主守法、不可“悍恶凌逼其夫”
‹2›
。因而此事、此语

实有的可能性很高。将旧文“王”改为“贝勒”及自称“朕”，反映的是将后来等级关系投射于先前史事记录

中。就内容而言，此条涉及夫妻伦理，置于“崇教化”门中有一定理由，但其事与后金对待归附蒙古首领

方略关系密切，其处置之法，也是要努尔哈赤本人裁断，与社会普遍伦理关系性质不同，所以将此事列

入“崇教化”门毕竟勉强。其实，该卷各门名目设立颇具规模而内中所举事例、训谕内容多有搜罗填充意

味。此则后之“勤修省”、“节俭”、“慎刑”、“恤下”四门类皆近是，不述。

‹1› 《太祖高皇帝圣训》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册，页28。

‹2›   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载前揭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页37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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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有辑人心、通下情、明法令、鉴古、赏功、昭信、诫逸乐、谨嗜好，共八门。“辑人心”首则记天命十

年八月科尔沁奥巴台吉即后来的土谢图汗因察哈尔林丹汗欲兴兵相侵乞援之事。随后一则记天命十一年

（1626）五月奥巴台吉等“来朝”，会晤、受赐、结亲，至六月赐奥巴为土谢图汗事。相关情况详细载于《太

祖武皇帝实录》，内中有一情节，即奥巴离开时将妻子留在努尔哈赤处：“吐舍兔汗留妻肫姐，自回本

地。”
‹1›
新婚妻子不随夫去，略有人质意味。该门末则，记清太祖树二木于门外以收诉冤情之书，事亦见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明法令”门五则。1，谕议政大臣有事当诉于公所，不得诉于诸臣之家，五日一听，私诉于家者治

罪。2，令不能阵前奋勇立功而反生怨忿者杀无赦。3，谕来归之蒙古贝勒、台吉守忠信、奉法度，慎勿

萌盗窃暴乱之心。4，谕总兵以下备御以上世爵之臣各敬守乃职，夙夜殚心，以奉国家，严察“奸人”。

5，谕贝勒、诸臣以公勤为心，正己察人，辨忠邪、察盗贼，有劫掠汉人，窃其畜产，夺其薪木，掠取其

衣服者各据见闻举发，违者治罪。“鉴古”门仅一则，谕诸贝勒历代帝王成败教训，大抵苦心劳志、行孝

修身、不辞艰危者成帝业，宠溺近幸、恣意暴虐、不治国政、妄启衅端则失国。内有“观古今典籍，国虽大

而历数将终，则君臣庸暗、纪纲倒置，至于灭亡。国虽小而运祚方兴，则祯祥洊集，民物蕃盛，寖以昌

炽。总之皆由天也。今明灾异迭见，其君臣不务修省，终必致天之罚矣。纵国大兵强，岂足恃乎？夫人

能引咎修德者上也，文过饰非者下也。后世子孙宜法前代之所以得，鉴前代之所以失，迁善改过，上合

天心，则可以永享鸿祚矣”
‹2›
。此则文词雅驯，仿佛典籍了然于胸，并非清太祖格调，《太祖武皇帝实录》

中亦无，当为康熙、乾隆间补入。

“赏功”门一则，记天命六年七月以克取辽东大筵群臣间言语，事亦见于《太祖武皇帝实录》。“昭信”

亦仅一则，记天命五年正月与喀尔喀五部落贝勒结盟后有其下属投奔，努尔哈赤以有盟在先，使各还其

主。该事亦见于《太祖武皇帝实录》。“诫逸乐”一则，谕侍臣毋躭逸乐而不修德。“谨嗜好”四则。其一谕

贝勒、诸臣不可骄恣不逊；其二、三谕侍臣不可嗜于货财；其四诫无嗜酒。四则中惟最后一则见于《清太

祖高皇帝实录》。

《清太祖高皇帝圣训》中相当一部分言论，有前代文献记载为基础，并非凭空而来，但在重述之际，

颇做修饰。亦有相当一部分言论，查无来由，亦与其他文献所载努尔哈赤知识、思想、境界不符，即使别

有所据，增润幅度既大，也当视为康熙、乾隆时期代言之语。该圣训门类开列，仿照前代，力求完整，

造成各门之内，有简有繁，亦有勉强分布填充意味。这一方面透露出塑造之艰难，另一方面也说明康乾

时期之重塑毕竟并非全然任意而为、无所顾忌。与此一致，某些经过修饰的努尔哈赤言论，依然保留其

思维逻辑及价值观特征。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及周边各部，攻取辽东，营建都城，建立八旗，创制文字，

‹1› 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载前揭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页390－391。按此“肫姐”当是土谢图汗刚刚迎娶的

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之孙女。参看《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〇，天命十一年五月壬戌条、天命十一年六月辛巳条，《清实录》第1册，页

137、138。

‹2› 《太祖高皇帝圣训》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册，页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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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是一位极有作为的社会组织家、军政谋略家。但这些与其开创后金事业相称的品质，相对于康

熙、雍正、乾隆大一统极盛时代帝王，气象毕竟有所不逮。于是有《清太祖高皇帝圣训》，尽量将努尔哈赤

向古圣王境界拉近，为此而为他披上精通儒家经典、洞悉古今治乱兴衰、通贯天人的光辉。

三  圣训编纂之意涵

帝王“驾崩”之后，在修纂编年记事的实录同时，编修宝训或者圣训以为官方口径的一代之史，在宋

朝以后绵延不绝，明朝实行更为严格。而且，顺治时期曾经启动修纂清太祖圣训的计划，故到康熙初

年，朝中自然了解这些情况。但即便如此，康熙六年命修顺治实录的时候，还是没有同时安排为顺治

帝修纂圣训。在实录已然编纂情况下，编辑圣训实在不是困难事情。所以未为世祖编纂圣训，除了全国

尚未统一、朝中权势斗争炙热外，还有两点原因。其一是朝中对顺治帝评价不高
‹1›
。其二是皇帝幼小且

未亲政，尚不能虑及将本朝先祖系统性圣王化以及自我圣化的意义。明显的转折到康熙二十年（1681）

底三藩之乱平定时终于来临。康熙二十一年十月甲申，定远平寇大将军贝子章泰、征南大将军都统赖塔

自云南凯旋，康熙帝亲率群臣至卢沟桥外住宿一晚，次日再前行20里迎接
‹2›
。事隔八天以后，即下诏重

修《太祖实录》，纂修“三朝圣训”、《平定三逆方略》
‹3›
。此时康熙正当盛年，功业已著，台湾之事大局已

定，次年统一，指点江山，挥洒如意，追崇先祖，兼以自圣，为皇帝政治必然之势。此事为一宏大工

程，其他如康熙二十三年始纂，康熙二十九年完成的《大清会典》等重要著作典籍编纂尚多，太祖圣训

仅为其中一个颇为关键的项目。其关键性在于这是清朝追尊的开国皇帝，康熙帝所要确定的清朝所有传

统，都需要上溯到太祖时期，在太祖时期的历史叙述中奠定方向和基本规模，并要在太宗、世祖的历史

叙述中充分体现、发扬。而已有本朝档案文献及已经编纂的典籍，都是在并无如此宏伟胸襟计划的时候

形成的，并不能与康熙帝圣王意象全合符节，时愈早则愈为野陋。所以此番重塑，关键在于太祖，太祖

圣王形象确立，清朝圣王统系方可确立。

历代官修史书，皆用春秋笔法，有所隐扬，但毕竟尚有“直书”、“实录”传统，于君主惭德，有特定书

法隐晦存留。宝训、圣训不同，垂为成宪，专供膜拜遵循，不容置评。是故康熙帝所作太祖圣训序中，

将之称为皇帝之坟典：“若其抒词为典，播告成经，建邦立国之模，战胜攻取之略，化民成俗之务，用

‹1›   顺治遗诏颇长而绝大部分文字为愧悔自罪之语，所列罪名竟然有14款之多，除此之外，仅余命皇子继位、持服27日及四大臣

辅政聊聊数语。此种情况，亘古以来罕见。凡皇帝遗诏，虽然名义上用大行皇帝口吻，并且可能包含大行皇帝所嘱事项在内，但根本上

说，体现其不再控制朝局后他人对他的评价。这种情况自康熙帝生前预立遗诏方才改变。康熙帝所以更革，即因“自昔帝王，多以死为忌

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见《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七五，康熙五十六

年十一月辛未条，《清实录》第2册，页695；并请参看赵轶峰：《明代的遗诏》，《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2›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〇五，康熙二十一年十月甲申条、康熙二十一年十月乙酉条，《清实录》第5册，页65。

‹3›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〇五，康熙二十一年十月辛卯条，《清实录》第5册，页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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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政之方，靡不道合枢机，理取体要，有非臣邻所能悉覩、黎献所能尽传者……浩浩乎乾包坤负之

大，皇之坟也；秩秩乎民彝物则之常，帝之典也。以绍心法，至中也；以握化原，至正也；以迓天眷，

至顺也；以垂后昆，至裕也。”
‹1›
推崇至此，至乾隆帝为序，已无法复做累加，仅能再以“圣学”附会其

间：“乃若心通造化，道综百王；吐词成经，发声为律。阐贞一之旨，明至善之宗。论圣学则以正心修

身为先，辨君道则以求贤听言为要。昭晰乎上天降监之原，无念不将之以敬畏；申儆乎君臣契合之谊，

每事必体之以公诚……盖一时之制作而万古之世道人心胥赖焉。”
‹2›
从此二序内容推测，清太祖圣训中比

附儒学的文字，为乾隆时期加入的可能性比在康熙时期加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以此二序中言语作为

圣王镜像，以之对照《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的努尔哈赤，二者悬殊甚大。况且，该实录已经是崇德年间加

以修饰的手笔。以清太祖一生功业才具个性论，先前所谥之“武”字本来十分贴切，改谥为“高”，有使其

文武之德兼备一身之意，却不贴切。

《尚书·泰誓》有：“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正义曰：“治民之谓君，教民之谓师。君既治之，

师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师。师谓君与民作师，非谓别置师也。”
‹3›
如此，在古代典籍中，上古圣王

为君、师合一身份，因而仅有武功不足入圣，需有人民教化之最高师长的作为，需是学问无尚大家。康

熙帝深知此义，在《性理大全》序中说道：“朕惟古昔圣王所以继天立极而君师万民者，不徒在乎治法之

明备，而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也。执中之训，肇自唐虞；帝王之学，莫不由之。”
‹4›
于《日讲四书解义》

序中说：“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5›
乾隆帝钦定《周官义疏》

中有宋朝人魏了翁之语云：“古者民以君为师，仁寿鄙夭，君实司之，而臣则辅相人君以师表万民者

也。自孔子以前，曰圣曰贤，有道有德，未有不生都显位，没祭大烝者。自君师之职不修，学校废，

井牧坏，民散而无所系，于是始有师弟子群居以相讲授者。所谓各祭其先师，疑秦汉以来始有之，此

可见世变日降。君师之职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
‹6›
政统、道统既分两途，政统君主为尊，道统先师

称圣。于是宋、明两代士大夫以道统自任，发明孟子学说，养浩然之气，欲担当为生民立言、为万世开太

平之任，每恃道统、道心与君主争是非。清康雍乾三帝，事功之外，经史之学皆达上乘，书法、诗词，甚

乃算数等等，睥睨当世，士大夫甘居其下，再无为君者之师气象。纪昀等编《四库全书》总目《日讲书经

解义》提要即称康熙帝“洵乎君师，统一万古为昭矣”
‹7›
。此歌颂之语，也是描摹康熙帝本人言语。康熙帝

‹1› 《太祖高皇帝圣训》康熙帝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册，页1－2。

‹2› 《太祖高皇帝圣训》乾隆帝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册，页2－3。

‹3› （唐）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一一，《泰誓上第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页180，中华书局，1980年。

‹4› （清）玄烨：《康熙帝御制文集》卷一九，《性理大全序》页303，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

‹5› （清）玄烨：《康熙帝御制文集》卷一九，《日讲四书解义序》页305。

‹6› （乾隆）《钦定周官义疏》卷二二，《春官宗伯第三之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8册，页576－577。

‹7› （清）纪昀等：《日讲书经解义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册，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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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康熙二十五年亲至山东曲阜，谒孔子墓，作孔子赞，随后诏修孔庙。其赞内有：“惟皇建极，惟后绥

猷；作君作师，垂统万古。”
‹1›
康熙帝颁布《圣谕十六条》，仿明太祖《圣谕六条》，向民间发布行为规范。

雍正帝将之逐条演绎阐释，成万言《圣谕广训》。凡此之类，皆作君作师之事。

君师一体，乃为圣王，圣王自有由来，必追尊先祖，重述历史，势所必然，而努尔哈赤时期历史，

最为关键。由此看来，康熙时期的圣训编制，为一庞大工程之一部分，为后续历史工程奠定基调，意涵

深远。清朝统治的全面巩固是此工程大规模启动的基本背景和条件，也因此一工程而大幅度升阶。清统

治者的儒学内化，在此工程推进中充分显示，由此不仅强化了清朝皇统加入中原政统系列的合法性，同

时也深化了清朝统治的道统合法性，构造出君师合一的新政治文化语境。相关历史书写在此间得反复雕

琢，展现了历史书写塑造社会的强大功能。此一工程迁延至乾隆中后期，复有对清朝治统源流叙述的又

一次重述，此为后话。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清）玄烨：《康熙帝御制文集》卷二五，《至圣先师孔子赞并序》，页369；并参看（清）岳濬等监修，杜诏等编纂：《山东通志》

卷一一之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9册，页565。


